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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社會階層重構的語言學再現

──以漢語泛尊稱的社會分層為例

⊙ 李明潔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有著國際標本意義的社會轉型期。這個時期，整

個中國社會不論是政治意識、經濟形式，還是文化觀念和風俗形態都發生著史無前例的重大

變革。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以至新階層和新的階層格局的形成都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中國和

世界必須共同面臨的一個課題。

作為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者，我們直覺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上發生著的顯著而又微妙的變化，

一定會在社會語言的使用中有所體現。若以社群方言為參照系，其變化應該是以社會變化而

導致的階層分化為起因，以具有群體特徵的階層方言的形成及其使用為結果。也就是說轉型

期社會階層的重新整合、變化即重構都將在社會語言使用的層面上得以再現。

那麼，如何來驗證我們的這個假設呢？

我們發現稱呼語是一個很適合這一論題的分析樣本。因為稱呼不僅是社會人際關係在語言中

最系統、最直接的投射，而且還能折射出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從中可以窺視

一個社會人際關係的方方面面。至於社會樣本，我們則決定選擇轉型特徵最為明顯、處於改

革開放前沿的城市：上海。

一 社會階層與語言分析之間的關係

1. 我們選擇泛尊稱作為語言分析的指標

我們首先需要說明社會階層與語言分析之間是相關的。

因為在我們的語言生活中，人們的社會階層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語言選擇，從而形成了分屬於

特定階層的「社會方言」中的「階層變體」。而通過對階層變體的研究又可以反過來印證、

比對甚至構擬社會階層的格局。

我們選取泛尊稱作為語言指標，把對泛尊稱的態度(以下皆稱作態度值)作為衡量手段。這是

因為泛尊稱是在最廣泛的場合下社會成員普遍使用的帶有一定敬意的稱呼語，它最能集中體

現人們在特定社會時期的整體價值傾向和當下社會心態的變化。我們從初步的調查報告1中可

以清晰地看到：由於人們性別、年齡、職業、收入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人們對各個泛尊稱的

態度值也就不盡相同。這些變化著的態度值異常敏感地顯示出人們社會階層上的差異。通過



對調查結果的一般性統計，我們感到有可能也有必要對以下兩個觀點進行驗證，這就是：第

一，對泛尊稱的態度值是上海市各種層次的話語中體現社會差別的標記；第二，社會階層的

構成要素：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對人們的態度值產生影響，且其影響呈某種趨

勢。

2. 社會階層的確定標準

那麼，有沒有一個客觀的可操作的社會階層的分化方法呢？我們開始在西方經典理論中尋找

答案。

「社會階層」這一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政治學中出現並成熟的，而且也廣泛地輻射到西方其他

人文學科。它根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它在其他學科的應用也無不受其影響。我

們不妨來看一看「社會階層」概念在西方社會語言學中的應用實例。

二 用語言態度衡量社會分層的西方理論和方法

1. 關於社會階層及其評估公式的西方經典論述

（i）社會分層與社會階層

我們研究上海市泛尊稱的社會分布狀況，首先就面臨著貫穿在這個城市生活中的社會分層模

式。這裏，我們採用貝爾納‧巴柏（Barber）的定義：社會分層是社會分化和社會評價的結

果（Barber 1957，1-3）2。使用這個術語不是指哪個特別類型的階級或等級，而只是表明社

會的正常生活方式已經在一定的集團和人群之間形成了系統的差別。而且分層的形式已被公

認為是地位和聲望懸殊的體現。而社會分層體現在個體與群體身上即為社會階層。

那麼，在社會分層中有哪些重要的指數呢？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語言學教授馮‧戴伊克(van

Dijk)指出：「關於群體的社會再現可能包含的節點有：面貌、來源、社會經濟目標、文化背

景、性格等。這些範疇構造社會再現的命題內容。」3它們不僅體現共有的社會知識而且包含

有評價信息，如對於其他群體成員的一般看法。

（ii）社會階層的評估公式

有不少社會語言學家試圖概括上述諸多指標與個人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考察那些不可測量

的但直觀上與概念相關的因素。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語言學家、社會語言學的開拓者之

一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提出的公式：

社會階層分=職業×2+教育×4=收入×1＋住房×14

在這個公式中，拉波夫將收入劃為10級，教育劃為5級、住房劃為5級、職業劃為10級。他認

為一個人所達到的教育水平比起收入來直感上與社會階層的劃分聯繫更大，教育與職業在決

定社會階層時比收入、居住地區、住房都重要。不同的社會語言學家在社會階層構成的界定

與要素的選擇時有一些差異，但可以看出他們一致認為：社會階層是社會分層的結果，而這

些分層是由於職業、文化程度與收入等要素的差異而產生的，這就提示我們：可以把社會分

層這一不易把握的現象通過可以調查的內容：職業、收入等來考察。功能主義的分層理論也



採取相似的方法，如美國就曾把一百多種職業按社會聲望的高低排出名次來。

2. 對於社會階層評估公式的置疑

雖然這些經典論斷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思路，但同時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它們是否有一

定的適應範圍？也就是說，這一基於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否適合我國的國情和實踐經驗？

比如，在我國，「秘書」 的地位就很難說比「空姐」高5。再如，在上海，居住環境的差距

與職業的差距之間不存在那麼普適的直接的關係，存在著除經濟之外的許多複雜的歷史和體

制因素；其次，拉波夫階層公式中的各個系數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語境；同時，將社會階

層中的諸要素主觀地折算成一個終極分值可能會掩蓋許多社會事實。比如，在上海，以拉波

夫的公式計算：一個收入很低的大學老師與一個文化程度很低但收入很高的個體商販在社會

階層的分值上可能就是一樣的。上述兩種人並非個別情況，都不是特例，而是常態。但很顯

然，其社會階層尤其是語言態度明顯地存在著差異。

三 尋找適合國情的社會分層指標

既然這些經典論述不一定適用於漢語的實際，那麼，在研究漢語的語言現象時，我們如何來

把握人們社會階層的因素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以1034位上海成年人對各泛尊稱態度

值的調查結果作為分析材料來尋找各社會要素與人們語言態度之間的規律。我們以態度值和

社會階層為兩大變量，我們相信，一個人在其中一個變量上的屬性會導致他在另一變量上的

某種屬性。

1. 理論依據

我們之所以要用語言態度來衡量社會分層基於我們以下的認識：

社會分層像社會共有的知識一樣，主要依靠話語在社會上再生。關於這一點，馮‧戴伊克有

明確的論述：「社會情景中的認知再現和認知過程有重要的話語平面。話語分析能成為有效

的工具，揭示社會再現的深層內容、結構和策略」6。英國語言學家彼得‧特魯杰（Pette

Trudgill）也指出：語言現象以社會階層以及年齡等作為共變參數。而語言現象中的語言態

度是我們通過調查可以得到的。

尤其是對泛尊稱的態度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因為泛尊稱較能體現全社會的主觀價值標準7。同

時由於稱呼是交際主體在語言交往中處理與其他角色的關係，進行人際定位的一種語言活

動，在體現對他人認識的同時，也附含著社會評價的因素。

2. 態度值的測量

我們是參照李凱爾特量表來測量人們對各泛尊稱的態度值的。8

通過問卷調查，我們很方便地得到了每個被調查者的態度值。經過簡單計算，我們也不難得

到整個社會的整體態度值， 這個整體態度值說明了全社會對各泛尊稱的接受程度。這是對全

體被調查者的平均狀態而言的。依據初步的調查，我們不難推知這些態度值與人們的社會階



層之間存在著的緊密的關聯。

那麼，這種關聯究竟呈現甚麼狀態？即構成人們階層的要素對其態度值是否產生影響？態度

值的差異是否又會造成社會分層的形成？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選用范相關分析法來對數

據進行分析9。可得到如下的結論。

四 泛尊稱態度值與社會階層的對應規律10

1. 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四指標可作為泛尊稱社會階層的分層依據，因為以它們為標

準的社會分層與分層後的態度值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對應關係。

 （i） 在一定地區內考察泛尊稱狀況時，可用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作為社會分層

的指標。

 （ii）對泛尊稱態度較為統一的代表群體分別是：51至65歲的中老年、公務員和一般職

員、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月收入在1001至2000元間者。

2. 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對態度值產生影響，但影響程度有大小區別。

 （i） 文化程度和職業對態度值的影響較大；

 （ii）收入和年齡對態度值的影響較小。

3. 就社會整體而言，各社會要素對人們泛尊稱態度的作用幾乎是均等的。

 （i） 就90年代中期上海的情況而言，職業、文化程度、年齡和收入已分別成為人們生活

的不同目標，對整個社會的語言態度起著平衡與中和的作用。

 （ii）若我們把收入、職業、文化程度和年齡各分為五級，我們可按以下公式計算人們在

泛尊稱態度上體現出的社會階層，即階層分=0.21×收入+0.29×文化程度+0.27×

職業+0.23×年齡。

五 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言的階層分化

將我們通過社會語言學調查分析得到的規律與中國社科院新近完成的並正式公開出版的《當

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相比較，就不難發現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

言階層分化之間具有的同構關係。

1. 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構性

（i）階層的五分法與我們稱呼語調查的五分法一致

按新標準劃分的十個社會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

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

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它們分屬五種社會地位等級：上層、中

上、中中、中下、底層 等。

我們的稱呼語調查也將被調查者分為了五大類11，每個階層的代表人物與報告中所列的五大

社會經濟等級的示例12基本吻合。而我們的調查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三年多。這是因

為任何社會變革都必然會在語言層面出現先兆。



（ii）階層分化的依據與我們調查的選項一致

原來的階層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報告提出的新的社會階層劃分

標準，則依據各個階層對組織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

在此，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韋伯的社會學觀點。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確立過社會階層

劃分的三重標準，即財富、威望和權力。作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方面的標準，它們分別

對應著實現自我生活機遇、生活方式和意志要求的可能性。

而我們的研究也基於韋伯的觀點，分別對應職業、收入和文化程度三項指標。又由於語言活

動的特殊性而添加了年齡這一要求。

2. 現實表現形式的同構性

（i）泛尊稱過渡性定型模式的形成與新的社會分層的初步完成一致

《報告》概括性地指出13：

從宏觀層面上看待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就會發現，階層結構的變

化是中國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最核心內容。在這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歷著從傳統社會

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經歷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這些轉變最直接地體現在中國社會階層的現代化變遷上。

這種變遷在社會語言層面上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泛尊稱的使用在二十年間出現過三次社會選

擇模式：80年代初以「先生、小姐」在沿海的出場首先打破了意識領域在人際定位中「同

志、師傅」一統天下的堅冰局面14；至90年代逐步遍及大江南北，至中期呈現出多元化的形

態15，多於3/4的人開始放棄傳統的泛尊稱上的親緣化傾向；90年代末漸進式地完成了一種過

渡式的定型模式16。即以「小姐、阿姨/阿婆」為首選，以「師傅、同志」為補充。

我們在1999年底的調查中發現了泛尊稱的過渡性定型模式。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人們對泛尊

稱的肯定與否定的態度較之九十年代中期要明朗得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社會歸位」

的初步完成。所謂社會歸位是指人們將某一個體歸入社會某一階層(即某個由多項社會特徵構

成的集合體)的社會化認定過程。

社會語言學家蘭柏特（Lambert）曾經指出：「稱呼選擇的社會標準」是「社會集團之間的差

別的靈敏指針，同時是社會變革的靈敏指針。」人們可以「透過稱呼系統去發現與屬於某種

類型的稱呼系統相關聯的獨立的社會特徵」17。這種同構關係使得泛尊稱──這種體現社會

整體價值判斷的稱呼語的選定過程自然也成為「社會歸位」的完成過程。

個人稱謂態度的明確化表明著自我社會歸位的心理完成；而群體意見的分歧縮小，正體現著

公眾社會分層觀念趨向統一。

（ii）轉型期社會分層的複雜性與泛尊稱定型的過渡性同步

中國社會在歷史背景、文化背景、資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國社會轉型及其社會分層

相對複雜，一如李培林先生指出的那樣：「新舊兩種社會體制、秩序規範和機制的並存交替

局面將會持續一個較長時期」，「人們的身份和角色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中，從各個層面上



表現出一種『模糊性』，往往使個人和組織喪失對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規範的認同」18。

體現在泛尊稱的使用上，雖然在突變若干年後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同時也伴隨著

矛盾的衝突：泛尊稱的個人選擇會出現游移和模糊的現象，社會整體的過渡性定型模式具有

明顯的待發展性。比如，某些泛尊稱形式像「太太」還沒有被公眾接受，說明與之對應的階

層尚未形成或不被公認；通用泛尊稱中還存在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阿姨/阿婆」與「同

志、師傅」；「同志、師傅」還能叫多久？；「阿姨/阿婆」與「小姐/太太」誰將取得最後

的話語權？這些問題要獲得最終的答案都必須以階層的認同為前提。

（iii）關於中間階層的分析與泛尊稱代表群體的分析吻合

《報告》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間階層」概念的提出。它認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主導

階層應該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這和我們的結論二幾乎完全一致。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中間層不是某個階層的代稱，而是幾個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徵特別是收入處

於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階層的合稱。其準確的界定是「指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靠工

資和薪金謀生，具有獲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有一定的閑

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的社

會地位分層群體」。19

我們調查中所說的具有全社會代表意義的中堅階層（對泛尊稱態度較為統一的代表群體）即

是報告中所謂的「中間階層」。 在1996年我們曾定義過這麼一個虛擬的標準人，他應該是：

公務員、大學文化程度、月收入在10001-2000元之間、55歲。這類人在社會中所起的代表作

用也為我們的語言調查結果所證實20。具體而言，他們對泛尊稱的觀點和看法（這與對人的

社會評價緊密相關）較為一致而且穩定，人員分布很集中，因而他們的態度體現著主流文化

的傾向，在社會上起著主導作用。

六 以漢語實際為指標的社會階層分析的待發展性

我們如何來看待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言階層分化之間具有的這種同構關係？

1. 首先，拉氏所得公式所依據的社會藍本是一個發育成熟的社會體制，人們在選擇優勢背景

項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說有較為一致的價值取向。而上海乃至中國都處於變革之中，不

存在一成不變的社會價值。因而需要依據具體問題分析各社會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要素

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的漢語泛尊稱與階層之間的對應公式只是在轉型期適用

的。

另外，正是由於拉氏依循的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所以其社會各要素之間存在著某些必然的聯

繫。比如高文化程度將意味著高收入、好職業、高級的住房等等。所以他可以將各要素綜合

為一個階層分，這種做法在他是合理的。而在上海這種必然的聯繫也正在一定的範圍內逐步

成熟。我們的公式是針對轉型期的、普適性的，而拉氏的結論在特定的範圍內也可以參照。

2. 我們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情總是處於發展之中的。尤其是中國社會正處於急

劇的轉型過程中，社會階層結構還不盡合理、與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還不相適應，其社會語言



的再現形式也沒有最終定型。因而，還時刻存在著對我們曾經否定過的結論重新評估的必

要。比方說，我們在上述的調查中曾經否定過拉波夫的住房條件作為階層分化的指標的做

法。但是，僅就上海而言，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房屋商品化的不斷普及，住房與社

會階層的聯繫已經愈來愈密切了。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也許我們有必要再一次看待住房這

一標準。

再比如，我們以職業、文化程度、收入和年齡作為語言分層的社會學指標，主要是想以綜合

分的形式彌補轉型初期職業聲望序列與收入序列嚴重脫節的狀況21。但是，新時期社會階層

結構變動出現了新的特徵：階層地位由不一致轉至基本一致，即收入較高的職業，它的權

力、聲望也較高22。這樣至少「職業」在該公式中的權重就需要被重新考慮了。

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為經濟、意識和體制的調整提供了舞台，現實利益整合的直接結果便

是社會階層的重構。人際交往成為這種變革的直接載體，而泛尊稱的社會選擇則是其中最外

化、最真切的價值折射。

這裏的社會價值帶有明顯的經濟隱喻的意味。一如布爾迪厄指出的那樣：「語言的交流也是

一種經濟上的交流，它建立在一個擁有某種語言資本的生產者和一個消費者（或一個市場）

之間象徵性的力量對比關係之上，它可提供某中物質的或象徵性的利潤」23。法國社會語言

學家卡爾韋對此的解說更為直白：「話語除了是一般的意思交際之外還是財富的徵象和權威

的徵象，它們的表達就是為了被人評價和聽從，社會的結構就存在與話語之中。」24

由此可見，人們所處的社會階層極大地影響著他們對語言的感受。同時，人們的語言態度也

顯現出社會階層上的差異。我們的調查分析也清楚地表明：轉型期社會階層的重構會以社會

語言使用的形式再現出來，而且與語言層面的這種同構關係往往是在第一時間出現並且涉及

每一個語言使用者的。因而，語言研究尤其是稱呼語的研究對社會轉型及階層分析而言是前

哨性和風向標性的，因為，這是一個象徵意味的窗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階層在

經濟改革中的整合；文化評價在思想與行為之間的權衡；價值觀念在各類標準之間的游移以

及人際關係在傳統與現實之間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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